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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古为是：钱大昕与“古学”群体的形成、实践及理念＊

戴书宏，肖永明
（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，湖南 长沙　４１００８２）

　　［摘　要］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“以古为是”，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，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“范

式”。这一“范式”对钱大昕、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，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。不过，“古

学”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，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，其中狭义的“古学”即专指汉学而言。而乾隆十九年
（１７５４）的进士考试，不但促成了王鸣盛、钱大昕、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，还推动了“古学”群体的形成。众人随即

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，并共同承担起《五礼通考》的编撰任务。这一系列的事件，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

中央，并逐步取代理学，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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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鉴于明末王学的泛滥无归，明清之际已有重“学”的倾

向，入清以后，学术界更是以“博学于文”为鹄的。清人汪中

总结清初的学术传统，谓“古学之兴也，顾氏始开其端；《河》、

《洛》矫诬，至胡氏而绌；中西推步，至梅氏而精；力攻古文
《书》者，阎氏也；专言汉儒《易》者，惠氏也；凡此皆千余年不

传之绝学，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。”①这一概括无疑是十分精

当的，清代学术的脉络至此而明。而嘉定虽然偏居海滨，实

则已经先行一步，其重“学”的风气早已广受儒林的称道。阎

若璩曾谓“愿与同志感奋兴起，绍明古学，直追金华、嘉定诸

先生之遗风。”②钱大昕（１７２８—１８０４，字晓征）正是闻风而起

的后进之秀，其生长于嘉定，耳濡目染，自进学之初，便开始

了“古学”的探索。

一　钱大昕的“古学”尝试与惠栋的引领之功

（一）钱大昕早期的“古学”实践
晓征曾自述早年的学习经历，谓“当是时，举业家多不

习诗，生徒或私作韵语，则父师相诟病，以为妨于制义也。府

君独喜教不孝为诗，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；又谓诗文非空

疏无学者所能为，贷钱为不孝购书，恣其翻阅。”③由此可知，
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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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业和诗古文，乃是晓征早年最主要的功课。不过，在此之

外，晓征也开始了对“古学”的探索。在晓征的“古学”尝试之

中，屡屡为学者所道的，一为其在祖父的引导之下，逐渐产生

了对小学的兴趣；一为其在授徒坞城顾氏时，遍读藏书，树立

了“尚论千古”的志向。

晓征的祖父讳王炯，字青文，号陈人，正直好学，尤其

尽心于小学的研习。晓征谓“（祖父）读书必先识字，故于四

声清浊，辨别精审，不为方音所囿”。① 可见其对小学的重

视，并且陈人公在音韵学上，还有独到的见解。晓征记到：

有客举王子安《滕王阁诗序》“兰亭已矣，梓泽丘墟”二

句对属似乎不伦，先大父曰：“已矣”叠韵也；“丘墟”双声也。

叠韵双声，自相为对。古人排偶之文，精严如此。②

这一段轶事，屡次见诸晓征的笔端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漆永祥谓“大昕五岁时起即从钱王炯学，他后来在古声纽的

研究上戛戛独造，超迈时人，从这里可见其渊源之所自”。③

其子钱东壁《显考竹汀府君行述》，更是以此作为晓征小学研

究的起点，谓：

十岁，从先曾大父受业，即学为八股文。曾大父夙精

小学，教以训诂、音韵，府君能贯通大意。曾大父又谓大父：

“此子所造，必远过于我，虽入许、郑之室，无难也”。府君研

究小学自此始。④

小学之外，晓征还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进行

了第一次考据的实践。乾隆十年（１７４５），晓征十八岁，开始

了教书授徒的生涯。《年谱》谓：

始授徒坞城顾氏。其家颇藏书，案头有《资治通鉴》及

不全二十一史，晨夕披览，始有尚论千古之志。读东坡《戏作

贾梁道》诗，辄援《晋书》以纠其失，中年见浙中新刊查注苏诗

已先我言之。然居士年未弱冠，考据已有与前辈暗合

者矣。⑤

这次以史考诗的尝试，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，乃是

晓征在考据之路上的初试啼声。其中的具体细节，则见于晓

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，书中谓：

东坡《戏作贾梁道诗》：“嵇绍似康为有子，郗超叛鉴是

无孙。而今更恨贾梁道，不杀公闾杀子元。”予弱冠读《晋书》

《宣帝纪》，即疑此诗之误。盖王凌为司马懿所杀，非司马师

也。懿字仲达，师字子元，东坡误记此为司马师事耳。⑥

多年之后，晓征对知识的细节依然记忆犹新，可见这

一次实践的影响之大。在晓征的成学之路上，这次考据的意

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。

然而，这次成功的实践，并不意味着在考据学上，晓征

已经登堂入室了。实际上，晓征的实践与前人零星的考据相

比，并无二致，最多只能归结为个人的雅好。但其中却透露

出重要的信息，即在性情和禀赋上，晓征乃是偏重于考据的。

章学诚曾将学术的分殊归结到人的性情上，而考据和义理则

分别对应于“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”和“高明者由大略而切

入”。⑦ 由晓征所显现出的性情和禀赋来看，其无疑是为考

据而生的“沉潜者”。则其对小学的兴趣，也应该作如是观，

更多的是个人经历和性情的体现。钱东壁情见乎词的行述，

无疑具有夸张的成分。钱穆曾谓“据竹汀年谱，始读说文，研

究声音、文字、训诂之原，已在乾隆庚寅，竹汀年四十三，上距

惠、戴扬州缔交亦十三年矣。则竹汀治声音、训诂之学，实闻

惠、戴而起者……”⑧晓征究心于文字训诂之学，断然不至于

如此之晚，然而，惠、戴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。与惠栋的相

遇，预示着晓征的学术即将迎来质的飞跃。

（二）惠栋对钱大昕、王鸣盛的范式作用
传统上，乾嘉考据学以吴、皖分庭，而惠栋即是吴派的

首领。并且惠栋的年事长于戴震，因而在乾嘉学风的形成之

中，惠栋扮演的乃是奠基的角色。艾尔曼谓“准确地说，１７

世纪学者只是考据学的开拓者，因为他们排斥理学主张，倾

向两汉学术思想，但还未显示出明显的‘汉学’特征。严格意

义上的汉学，直到１８世纪苏州学者惠栋（１６９７—１７５８）之时

才正式成型。”⑨而晓征正是于乾隆十四年（１７４９）入读苏州

紫阳书院，并在当年与惠栋订交，从此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

系。晓征谓：

予弱冠时，谒先生于泮环巷宅，与论《易》义，更仆不

倦，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。瑏瑠

在学术史上，晓征与惠氏的交往虽然比不上惠、戴之

交，但也是极其重要的，其标志着晓征的学术进入了一个全

新的阶段。

对晓征而言，如果说韩愈、欧阳修等古文家与黄淳耀

等乡贤的影响还在于“破”的话，那么惠氏的影响则显然在于

“立”了。正是在惠氏的指引之下，晓征才得以接触到考据学

的信仰、价值与技术系统，即考据学的“范式”（详后）。惠氏

四世治经，其父惠士奇曾谓：经之义存乎训，识字审音乃知其

义，故古训不可改也。

惠氏亦谓：

汉人通经有家法，故有五经师，训诂之学，皆师所口

授，其后乃著竹帛，所以汉经师之说，立于学官，与经并行，古

０３１
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⑦
⑧
⑨
瑏瑠
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五十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８６８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二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３６４页。
漆永祥：《乾嘉考据学研究》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１２０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陈文和主编：《嘉定钱大昕全集（一）·钱竹汀先生行述》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２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陈文和主编：《嘉定钱大昕全集（一）·钱辛楣先生年谱》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８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著，杨勇军整理：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六，上海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２０１３年，第３２１—３２２页。
见余英时著，沈志佳编《余英时文集（第四卷）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》，桂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５８８页。
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北京，九州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３５８页。
［美］艾尔曼著，赵刚译：《从理学到朴学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４５—４６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四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３８４页。



第４期 戴书宏，肖永明：以古为是：钱大昕与“古学”群体的形成、实践及理念

字古音，非经师不能辨。是故古训不可改也，经师不可废

也。①

此即考据学由经典训诂以求取圣人之道的“范式”。

晓征在多年之后，犹以之为治学的宗旨，谓：

尝谓六经者，圣人之言，因其言以求其义，则必自诂训

始。②

可见这一“范式”对晓征的影响之大及其笃信之深。

然而，此时的晓征年岁尚小，并且困于功名，虽然有志于经

史，却不能全力以赴。因而，晓征虽然体现出了较高的学术

潜质，但却并无具体的学术成绩可言。而真正深受惠氏影

响，并付诸实践的，当属晓征的同乡同学王鸣盛（１７２２—

１７９７，号西庄）。晓征与西庄“总角交”、“幼同学”、“长同

官”③，且“西庄长予六岁而学成最早，予得闻其绪论，稍知古

学之门径”④。可见在晓征早年的学业之中，西庄无疑是极

其重要的同仁和助力。下文即借由西庄的学术实践，以明晰

惠氏对于钱、王等后学的范式作用。

与晓征一样，西庄也是在紫阳书院就读时与惠氏订交

的，并且其对惠氏的皈依更加彻底。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记录

了惠栋对西庄的巨大影响，谓：

又与惠松崖征君讲经义，知诂训必以汉儒为宗。⑤

西庄从此终身谨守汉学门户，并最终成为了惠氏阵营

中的一员健将。西庄《十七史商榷自序》谓：

经以明道，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。但当正

文字，辨音读，释训诂，通传注，则义理自见，而道在其中矣。

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，经文艰奥难通，若于古传

注凭己意择取融贯，犹未免于僭越，但当墨守汉人家法，定从

一师，而不敢佗徙。⑥

西庄此语几乎与惠氏同出一口，可见其对惠氏的崇

信。并且西庄还将其付诸实践，开始了《尚书后案》的撰述

计划。

乾隆十年（１７４５），西庄跟从惠氏讲求经义，服膺《尚

书》，便着手准备《尚书后案》的撰述工作。《尚书后案自序》

谓“草创于乙丑，予甫二十有四”。其以“后案”为名，正是为

了进一步坐实阎若璩、惠栋以来的研究，即所谓的“名曰‘后

案’者，言最后所存之案也”。⑦ 而其广泛搜罗文献、自注自

疏的取径，也是直接承袭惠氏而来。钱穆谓“二书皆自注而

自疏之，亦师定宇周易述体例。二书动机，皆由知东晋古文

尚书及孔传之伪，乃进而为汉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讨，其意

向取径，正犹惠氏父子知宋后言易图不可信，乃进而为汉易

之搜讨也。”⑧可见西庄的动机、体例和方法，无不深受惠氏

的影响。事实上，西庄对此也有着真切的告白：

彼既为真，则此自为伪，自唐贞观以后，无一人识破，

直至近时，太原阎先生若璩、吴郡惠先生栋，始著其说，实足

解千古疑团。予小子得而述之，既作后案……⑨

为学术群体所遵奉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系统，共同构

成了广义的“范式”；而领袖人物的考据作品，则发挥着具体

的示范作用，此即狭义的“范式”。瑏瑠 惠栋对王鸣盛的影响，

正在于广义和狭义的两面。钱大昕亦复如此，只不过尚无充

分的条件，使其得以一展长才。而乾隆十九年（１７５４）的进士

及第，恰好为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契机。乾隆十九年的进士

考试，必定会在学术史上留下非凡的意义。这些人在京师的

聚集，标志着考据学群体的形成，也预示着考据学即将由边

缘走向中央。只不过当时尚无“考据学”之名，也鲜用“汉学”

之目，而是笼统地称之为“古学”。

二　“古学”群体的形成及其学术实践

（一）“古学”群体的形成与钱大昕、王鸣盛的学
术地位

乾隆十九年，晓征在经历数次乡试、会试之后，终于考

取了进士。一同中榜的还有王鸣盛、纪晓岚、朱筠和王昶等

人，众人都是百里挑一的饱学之士。一时风云际会，“得人之

盛”无过此科。纪晓岚谓：

公与余同以乾隆甲戌登进士。是科最号得人，其间老

师宿儒，以著述成家者不一；高才博学，以词章名世者不一；

经济宏通，才猷隽异，以政事著能者不一；品酒斗茶，留连唱

和，以风流相尚者亦不一。瑏瑡

纪氏以学者、文士、经济、游艺四分其人，事实上，就考

据学的发展而言，以上诸人亦可两分，只不过一类为治学有

成的巨匠，一类为倡导有功的推手。

王鸣盛与钱大昕，适足以代表前一种类型。在众人之

中，他们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两员健将。西庄博学多才，贯通

四部，成就斐然。其曾自比于明人王世贞，谓：

我于经有《尚书后案》，于史有《十七史商榷》，于子有《蛾

术编》，于集有诗文，以敌弇州四部，其庶几乎！瑏瑢

言辞之中不免自负，但却是实情。西庄的才学、成就，

自然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比拟的。而晓征则更是超迈其上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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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北京，九州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３４５—３４６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四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３９１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四十八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８３８—８４１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六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４３６页。
［清］江藩撰，徐洪兴编校：《汉学师承记（外二种）·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卷三，上海，中西书局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４５页。
［清］王鸣盛著，陈文和主编《嘉定王鸣盛全集（十一）·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》卷上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４１５—４１６页。
［清］王鸣盛著，陈文和主编《嘉定王鸣盛全集（十一）·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》卷上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４１３页。
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北京，九州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３４７页。
［清］王鸣盛著，顾美华标校：《蛾术编》卷四，上海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６３—６４页。
余英时《重寻胡适的历程———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》，上海，上海三联书店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２２６页。
［清］纪晓岚著，孙致中等校点：《纪晓岚文集（一）》卷十六，石家庄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１９９１年，第３４６页。
［清］王鸣盛著，陈文和主编《嘉定王鸣盛全集（一）》前言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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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淹贯，一时无两，几乎与惠栋、戴震形成了鼎足而三的格

局①。至于纪晓岚、朱筠、王昶等人，自身的学术成就不高，

更多的是以“中朝荐绅负重望者（章学诚语）”的身份，去倡导

乾嘉学风，推动考据学的发展。尤其是纪晓岚和朱筠兄弟，

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张维屏谓：

乾隆三十年代之后，使乾嘉考证学风迈向巅峰的因素

有二：一是大兴朱氏兄弟（朱筠、朱珪）为主的一批考证学者，

运用自己在官场任职的衙署为基地，号召同好共兴典籍校勘

及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研究工作。二是乾隆三十八年，乾隆下

诏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位在翰林院内由纪昀主持的“四库全书馆”

顿时成为汉学家的“大本营”……②

需要注意的是，众人在结识之初，自然不会有如此分

明的区别，但是禀赋各异、才情不同，也是不容置疑的。不

过，就当时而言，学术地位的高低还夹杂着仕途的显隐。西

庄以第二人及第，并在之后的京察、大考中，屡屡占据高等头

名，不数年而官至二品，进而有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之任。圣

眷的优渥，足以羡煞旁人。并且，西庄年长于众人，而成学又

最早。因而，在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，西庄的地位都

是无人能比的。时人论及当时的学者，往往首举西庄之名，

即是此意。柴德赓《王西庄与钱竹汀》谓：

以两人学问论，少年时，西庄比竹汀高出一筹。中年

时，旗鼓相当。这个可以引西庄诗句作证。……这句话可以

看出西庄把自己放在竹汀之上，口气很不小，但也反映了竹

汀有并驾齐驱之势。到了晚年，情况更不同了。③

诚如柴氏所言，西庄在当时确实高出晓征一头。但是

晓征也已经锋芒初露，显现了过人的潜质。戴震曾谓：

钱辛楣《五礼通考》中说话，多有似是处。④

戴震此语，看似评价不高，实则是对晓征的高度肯定。

东原治学重在求“是”，而此处即以“是”许给晓征，可见后生

的可畏。而凭借着出色的诗文和编撰能力，晓征在史馆之

中，也赢得了“南钱北纪”的赞誉⑤。当时的晓征，无疑是一

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（二）钱大昕的“古学”实践与《五礼通考》的编撰
进士及第之后，没有了举业的牵绊，晓征得以专心于

“古学”的研究。其研究始于讲习算术，进而推明历法，考索

史志，并旁及经学、金石等专门学问。事实上，晓征于会试中

式的前一年，就已经开始了对推步之学的探索。《年谱》谓：

十八年癸酉，年二十六岁。在中书任暇，与吴杉亭、褚鹤

侣两同年讲习算术。得宣城梅氏书读之，寝食几废。因读历代

史志，从容布算，得古今推步之理。⑥

此时的晓征与褚寅亮等友人沉浸在算术之中，几乎到

了痴迷的程度，而算术也成为了这一阶段的核心功课。经过

两年的研习和撰述，晓征的《三统术衍》终于在乾隆二十年
（１７５５）脱稿，其《自序》云：

比岁粗习算术，乃为疏通其大义，并著算例，厘为三

卷，名之曰《三统术衍》。盖只就本法论之，其法只密与疏，固

不暇论及也。⑦

这是晓征算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。至于其热衷于算

术的动机，除了自身的兴趣和专长之外，乃在于晓征认为算

术是儒者必备的技能，即所谓的“宣尼有言：‘推十合一为

士。’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”⑧。并且算术是历法的基

础，而对历代历法的熟悉程度，又直接影响着史志和经学的

研读。因而，对笃志于学的晓征来说，算术不但不是小技，反

而具有非凡的意义。在扎实的算术之上，晓征开始了历法和

史志的研究。

除了直接与算术相关的历法和史志之学，晓征还将研

习的范围扩展至经学和金石学等学问。乾隆二十二年
（１７５７）的《年谱》谓：

公事之暇，入琉璃厂书市，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，晨

夕校勘，证以史事，辄为跋尾。收藏金石文字自此始。⑨

晓征后来以金石家著称，并且擅长以金石佐证史事，

正是导源于此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向以“不通经义”自谦的

晓征，开始了经学园地的耕耘。其耕耘直承惠栋，具体而言，

则是由研读惠氏的《周易述》起脚，进而开展对《易》学和《书》

学的探讨，并总结出惠氏治经的原则和方法。乾隆二十年

（１７５５）左右，晓征先后给王昶寄去两通信件，信中详述了近

期的研究心得，其中首封谓：

松厓征君《周易述》摧陷廓清，独明绝学；谈汉学者，无

出其右矣。《尚书》逸古文虽亡，然马、郑诸家之传注，至唐犹

存；今则惟存梅氏一家。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，其训诂则

参之《说文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，而宋、元以后无稽之言，置之不

道；反复推校，求其会通，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。瑏瑠

在治学方法上，晓征强调以经证经，正是沿袭惠氏的

治经、解经之法。瑏瑡 而所谓的“训诂则参之《说文》、《方言》、

《释名》”，则是惠氏“诂训必以汉儒为宗”的具体化。由惠氏

所树立的“范式”的影响之大，可以想见。如果说在前一阶

段，惠氏对晓征的影响还处在萌发之中，则此时无疑已经清

晰而具体化了。而这些理念正是伴随着“古学”的实践而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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漆永祥：《乾嘉考据学研究》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１２３—１２６页。
张维屏：《纪昀与乾嘉学术》，台北，台大出版委员会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３０页。
见柴德赓《王西庄与钱竹汀》，顾吉辰主编《钱大昕研究》，上海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６年，第７２页。
［清］段玉裁撰，杨应芹订补：《东原年谱订补》，［清］戴震撰，张岱年主编：《戴震全书（六）》，合肥，黄山书局，１９９５年，第７１３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陈文和主编：《嘉定钱大昕全集（一）·钱辛楣先生年谱》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１４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陈文和主编：《嘉定钱大昕全集（一）·钱辛楣先生年谱》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１２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陈文和主编：《嘉定钱大昕全集（八）·三统术衍》序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３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三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３７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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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实践与理念之间的相辅相成，于此亦可见一斑。换言之，

即确实的考据实践，不但使晓征取得了具体的学术成绩，还

使之掌握了考据学的方法和理念。

与晓征的学思并进相同时，“古学”群体也迎来了一项

重大的课题。是时礼部侍郎秦蕙田（１７０２—１７６４，号味经）为

了修撰《五礼通考》，四处网罗人才，而诸人恰好都在秦氏的延

聘之列，王鸣盛、钱大昕、王昶相继参与其事。晓征乾隆十九

年的《年谱》记载：

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《五礼通考》。①

晓征精于算术，其与秦氏的谈论，多半是围绕着天文、

历算展开的。王昶则主要负责《时享》一类资料的辑佚。②

而王鸣盛担纲的是“军礼”一门的修撰，地位最为突出，其成

果最终汇集为《周礼军赋说》四卷。③ 在众人的合力之下，卷

帙浩繁的《五礼通考》最终得以成书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：

是书因徐乾学《读礼通考》惟详“丧葬”一门。而《周官
·大宗伯》所列五礼之目，古经散亡，鲜能寻端竟委。乃因徐

氏体例，网罗众说，以成一书。凡为类七十有五。以乐律附

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。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，立“观象授时”

一题统之。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，立“体国经野”一题统

之。并载入《嘉礼》。……其他考证经史，元元本本，具有经

纬。非剽窃饾饤，挂一漏万者可比。④

《五礼通考》，既是古代礼学的集大成之作，也是考据

学初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，更是“古学”群体首次合作的结

晶。钱大昕、王鸣盛、王昶等最主要的人物，都在其中担当着

重要的角色，可知就当时而言，《五礼通考》的编撰和完成，无

疑是“古学”群体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果。

在考据学的发展之中，乾隆十九年的进士考试，厥功

甚伟。这一科不但促成了考据学者的聚集，还开启了考据学

由边缘走向中央的进程。然而，当时尚无“考据学”之名，学

者多是沿用前代“古学”的称谓。而所谓的“古学”，向来没有

确定的含义，只是一种笼统的泛称。不过，随着考据实践的

深入和惠栋汉学的成立，“古学”一词在概貌和涵括上，都有

了一定的发展。

三　以古为是：“古学”与汉学的合流

（一）钱大昕对“古学”的“界定”及其分化
由于儒者普遍具有信古、尊古的信仰，“古学”一词一

直便以褒义的面貌存在着。明清之际，学界厌弃了王学末流

的空疏，笃学之士纷纷致力于“古学”的研究。在江南的中心

城市之中，出现了“古学”复兴的趋势。⑤ 不过，“古学”一词

虽然常常为好学之士所称道，而其中的确切内涵却不得而

知。“古学”长期被模糊、笼统地使用着。然而，也有不少学

者在著作之中，触及了“古学”的内涵，其中尤以钱谦益

（１５８２—１６６４，号牧斋）的论述最具启发意义。

牧斋在一封信中，对危害“古学”的“俗学”进行了挞

伐，其谓：

其间为古学之蠹者，有两端焉：曰制科之习比于俚，道

学之习比于腐。斯二者，皆俗学也。⑥

牧斋在此虽然没有对“古学”进行正面的界定，但却举

出了“古学”的对立面：举业和道学等“俗学”。这种标举对立

面的方式，无疑有益于探寻“古学”的意蕴。由此可以推出，

所谓的“古学”便是区别于举业、道学等“俗学”的学问，此即

“古学”的基本概貌。这种界定的方式，也为晓征所继承。并

且其以“古学”为“俗学”对立面的意识，变得更加的明显和强

烈。晓征于言行之中，常常以“古学”和“俗学”相对照，如其

《赠邵冶南序》谓：

今春天下贡士集礼部，主司思拔汲古不为俗学者，以

救墨卷浮滥剿袭之失，而与桐褎然为举首。⑦

又如《李南涧墓志铭》谓：

好博览古今，不为世俗之学，所至必交其贤豪长者。⑧

晓征以“古学”救治“俗学”的急切心情，跃然纸上。而于

其中的字里行间，也不难看出，在晓征的眼中，“古学”正是区

别于“俗学”的其他学问的合称。不过，在前人的绪论之外，晓

征也不乏自出手眼之处。

鉴于科举之学的空疏之病，晓征曾对古文和时文进行

了严格的分辨。在分辨之中，晓征认为求取古人的性情，才

是古文创作的关键，而获取之法则是勤学善思。其谓：

唯读书谈道之士，以经史为菑畲，以义理为灌溉，胸次洒

然，天机浩然，有不能已于言者，而后假于笔以传，多或千言，小

或寸幅，其言不越日用之恒，其理不违圣贤之旨，词虽今犹古也。

文之古，不古于袭古人之面目，而古于得古人之性情，性情之不

古若，微独貌为秦汉者，非古文；即貌为欧、曾，亦非古文也。⑨

这段精彩的议论，同样适用于“古学”、“俗学”之辨，并

且，只有在这一段文字的比照之下，晓征的“古学”观才能逐

渐地显豁起来。此处的议论，实际上暗含着晓征对于“古学”

的两个重要界定。其一指向“古学”的实质，即“古学”不在于

模仿古代学问的形式，而在于追求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或所谓

的“道”。其二则明确了求道的途径和方式，即博习经史，勤

学善思。此即意味着晓征眼中的“古学”，已经偏离了传统上

的“成德之学”，而倒向了“道问学”的一边。而“古学”原本即

指举业、道学等“俗学”之外的一切学问，此处则进一步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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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清］钱大昕撰，陈文和主编：《嘉定钱大昕全集（一）·钱辛楣先生年谱》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１３页。
陈祖武、朱彤窗：《乾嘉学术编年》，石家庄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，第１２１页。
施建雄：《王鸣盛学术研究》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４９页。
［清］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６５年，第１７９页。
陈祖武《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１０年第２期。
［清］钱谦益著，［清］钱曾笺注，钱仲联标校：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七十九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５年，第１７０１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三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３７５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四十三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７８３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十六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４４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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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这一界定，即一切与经史等经验知识相关的学问，都可以

被“古学”所涵括。换言之，即举凡名物训诂、六书九数、版本

目录以及辑佚校勘等学术类别，都是“古学”的题中之意。

文人学士之所以对“古学”一词青睐有加，表面上是对

举业、道学等“俗学”、“今学”的失望，实际上则源自于“古学”

背后所蕴藏的“黄金古代”的信仰。传统的儒生普遍具有尊

古的信念和复古的梦想，在其眼中，上古三代无论是在社会

政治，还是在学术文化上，都是完美无缺的。晓征便曾动情

地说：“而双声已昉于三百篇，吾于是知六经之道，大小奚备，

后人詹詹之智，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。”①“古学”正是这种

信仰和寄托的产物。而惠栋的汉学，无疑也具有同样的基

础，其尊古、崇古的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而，汉学与
“古学”之间，便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。由前文的叙述可

知，汉学具体的学术类别，都可以包含在“古学”的范畴之中。

不过，汉学之为汉学，正在于其在“古学”的基础之上，形成了

一整套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系统，从而构成了新的学术“范

式”。因而，在这一阶段汉学便成为了“古学”的具体形式，不

妨称之为狭义的“古学”。与此相对，广义的“古学”即其原

意，亦即“俗学”之外的一切学问的泛称。这种分殊也与时人

的用语相符。其时，学者往往以“古学”指称汉学，并有兼含

广、狭两义的用法，如晓征《惠先生栋传》：

予常论宋元以来，说经之书盈屋充栋，高者蔑弃古训，

自夸心得，下者剿袭人言，以为已有，儒林之名，徒为空疏藏

拙之地，独惠氏世守古学，而先生所得尤深，拟诸汉儒，当在

何邵公、服子虔之间，马融、赵岐辈不能及也。②

此处的“古学”，既是广义的泛称，又是专门的汉学，乃

是这一用法的显例。不过，从学术史着眼，广义的“古学”显

然已经让位于狭义的“古学”，汉学俨然成为一时的学术

风尚。

（二）以古为是：汉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合理性与
不足之处

世人向来以吴、皖中分乾嘉学术，而惠栋成学又早于

戴震，故而，惠派汉学自然成了考据学的开端。然而，惠、戴

之间却是同中有异，汉学则更是“功罪参半”③。汉学之功，

在于惠氏力攻“古学”，开一代风气，树立了新的学术“范式”；

而汉学之罪，也导源于此，盖其“范式”有着明显的缺陷和

不足。

“范式”（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），借自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·库恩，

特指学术群体所共同遵奉的信仰、价值和技术系统。清代考

据学的“范式”开创于顾炎武：

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。以至于诸子

百家之书亦莫不然。（《亭林文集》卷四《答李子德书》）

这是实践顾氏“经学即理学”纲领的具体途径。④ 而这

个纲领的背后，其实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假定，即：

所谓“道”或圣贤之“理义”皆毕具于六经；但由于六经

中之文字以及典章制度已非千载以下之人所能识解，故必须

借径于训诂考证。换个说法，训诂考证是开启六经的钥匙，

而六经则是蕴藏着圣人之“道”的唯一宝库。⑤

此即考据学的“范式”，其中浓烈的“尊古重经”的倾

向，是其核心的信仰和价值，名物训诂等方法则成为了主要

的技术手段。而方法和信仰之间的联结，又构成了其中的另

一个信仰和价值，即训诂考证乃是求“道”的不二法门，舍此

之外别无其他。

不过，库恩的“范式”学说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，即

库恩将主要的关注都倾注在了理论上，而忽略了实验、工具

等技术系统本身的价值追求。事实上，“存在着三种相互平

行且很大程度上独立的研究：理论的、实验的和工具的。每

一种研究对另两种都必不可少，但却又有其很大的自主性：

它们都具有自己的生命。”⑥考据学的研究亦复如此。名物

训诂、六书九数等考据方法的本身，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价值

追求。正如余英时所谓“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方

法，处处要尊重客观的‘证据’，对于一切古代文献都要‘考而

后信’”。⑦ 这种“考而后信”的精神，正是劳思光所谓的“客

观训诂标准”的需要，并且劳氏还将“客观训诂标准”的建立

视作乾嘉学风正式形成的标志。⑧ 这种对客观标准的价值

追求，正好对应着传统话语中的“实事求是”，而乾嘉学者念

兹在兹的另一个核心价值，恰恰就是所谓的“实事求是”。

“实事求是”的价值与“尊古重经”的信仰之间，存在着

动态的关系：对客观标准的追求，时时挑战着“黄金古代”的

有效性；而是非标准的建立，又直接受到信仰的规定。惠氏

的汉学有功有过，正是根源于此。惠氏世守古学，而惠栋更

是转进一层，竖起了“汉学”的大旗。惠栋的汉学，其实是对

顾炎武的发展和深化，并使其抽象的纲领得以具体化。惠

氏谓：

汉人通经有家法，故有五经师，训诂之学，皆师所口

授，其后乃著竹帛，所以汉经师之说，立于学官，与经并行，古

字古音，非经师不能辨。是故古训不可改也，经师不可废

也。⑨

由此可知，出于对汉儒的信仰，惠氏已经对顾炎武“经

学即理学”的纲领，做出了具体的规范：在惠氏的眼中，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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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十五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２４３页。
［清］钱大昕撰，吕友仁校点：《潜研堂集·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九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７０５页。
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南京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３２—３５页。
以上皆见余英时《重寻胡适的历程———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》，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２２５页—２２７页。唯余英时将“ｐａｒａ－
ｄｉｇｍ”译作“典范”，而本文则遵从金吾伦、胡新和所译的《科学革命的结构（第四版）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３年），以之为“范式”。
余英时：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，北京，三联书店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５０—５１页。
（美）托马斯·库恩著，金吾伦、胡新和译：《科学革命的结构（第四版）》，北京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３，第１０页。
余英时《重寻胡适的历程———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》，上海，上海三联书店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２２７页。
劳思光：《新编中国哲学史（三下）》，台北：三民书局，２０１３年，第７５３页。
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北京，九州出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，第３４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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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经学”，即应该是汉儒的经学，换言之，即汉代经师的学说

乃是最高的学术准则。梁启超曾谓：“惠派治学方法，吾得以

八字蔽之，曰：‘凡古必真，凡汉皆好’”。① 此言最为精辟。

然而，如果将其改成“以古为是，以汉为古”八字，则更是天衣

无缝，惠派的精髓，一览无遗。

惠栋对汉代经学的崇信，造就了以汉人之是非为是非

的观念，从而使汉学形成了“以古为是”的核心价值。但是这

一价值却广受诟病，盲从和保守几乎成了汉学的标签。不

过，即便如此，汉学在考据学中的地位也从未动摇过。这得

益于其本身的合理之处。在“以古为是”的背后，存在着一个

基本的预设，即在古史的研究上，史料愈古则可信度愈高，有

效性也愈强。而秦火之后，汉代的经典无疑是最古的了，甚

至是仅有的，并且汉人传经极重家法和师承，因而，以汉人为

宗主，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。基于此，王鸣盛便主张谨守

汉人家法，谓：

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，经文艰奥难通，若于古传

注凭己意择取融贯，犹未免于僭越，但当墨守汉人家法，定从

一师，而不敢佗徙。②

不但是王鸣盛，就连戴震与钱大昕等人，在不少地方

也表现出信古和盲从汉儒的倾向。③ 但不同的是，戴、钱二

人的尊汉是有限度的，因为汉学的“范式”虽然有其合理性，

但并非处处适用，其缺陷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自诞生之日起，“以古为是”的价值，就常常是高悬的

理想，而难以落到实处。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汉儒经

说，派别正繁，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，欲盲从其一，则不

得不驳斥其他。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。其释‘箕子明夷’

之义，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、梁丘贺说，乃云‘谬种流传，肇

于西汉’。（《周易述》卷五）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。（《汉

学商兑》卷下）然则所谓‘凡汉皆好’之旗帜，亦终见其不贯彻

而已”。④ 梁氏所论，可谓知言。然而，实践之外，惠氏更大

的缺陷还在于理论的自身。惠氏在实践之中，不得不另立准

则，从而平息汉人内部的分歧。这便足以说明在多数的情况

下，“以古为是”的价值，并不能真正成为终极的裁判，在“古”

与“汉”之上，还有另外标准的存在。这种是非的准则，自有

其客观性和有效性，并不随着时空而改变。胡适《清代学者

的科学方法》一文，着重探讨了清代学者树立“通则”的能力。

胡适举出钱大昕古音学与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训诂学的典型

案例，来说明他们通过归纳和演绎所得到的“通则”是科学

的，颠扑不破的。⑤ 清人的这种研究自然是汉儒难以企及

的。并且，清人还可以依据可靠的“通则”来纠正汉儒的错

误。由此，“以古为是”的价值便不攻自破了。

作为儒学在清代的最新形态，儒者“黄金古代”的信

仰，自然也就成了考据学的核心信仰和价值。然而，在技术

系统一面，考据学所采用的方法却是历史的，“实事求是”乃

是其与生俱来的价值追求。二者的关系适足以用哲学上“对

立与统一”的关系来形容。“实事求是”的要求，时时挑战着

信古、尊古信仰的权威性和有效性；而“黄金古代”的信仰，又

决定了“是”的底线和内涵。二者在动态之中保持着微妙的

平衡。而汉学“以古为是”的中心价值，恰恰就是二者平衡的

结果，也是考据学最初的“范式”形态。在钱大昕、王鸣盛等

人早期的成学之路上，这一“范式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对晓征等人而言，惠栋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，渗入了观念、

实践等方方面面。乃至于“古学”一词，也出现了广义和狭义

的分化，而其中的狭义即专指汉学而言。不过，就在考据学

逐步走向深入的同时，汉学的有效性却在不断地递减，越来

越多的研究不再为汉学的“范式”所容。并且，戴震与皖派开

始崛起，这也意味着考据学的权杖，即将由惠栋交到戴震的

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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